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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经济学是由经济学和生物学融合而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它经历了从经济生物学、
生态经济学到生物经济学的演变过程。本文梳理了生物经济理论的演进逻辑,归纳了三个发展阶

段的主要思想观点和特征,以及各代表性人物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学术界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

角度研究生物技术和生物产品的巨大经济价值,具体分析研发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

经济利益、相关的正外部利益和负外部利益,以及生物技术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的地位及其与信息

技术的关系;从现代生物产业形成的驱动因素、商业化模式及其空间结构和集聚发展等方面分析生

物经济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具体识别生物经济涉及的主要产业部门和优先领域,提出评估生物

经济贡献的指标体系和基本方法。在总结生物经济理论主要进展和突破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从规

范化、系统性和逻辑性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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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球生物经济正在蓬勃发展,许多经济体都把推广生物技术和发展生物产业作为增强本国经济

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美国白宫2012年制定了《国家生物经济蓝图》,欧盟2008年出台了《欧洲可

持续生物经济:加强生物与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联系》,英国商业、能源与工业战略部(BEIS)2018
年发布了《2030年国家生物经济战略》,美国生物物质研究与开发理事会(BR&D)2019年发布了《生
物经济计划:实施框架》;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韩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
都将生物产业作为21世纪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

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①这是顺应全球生物技术加速演进趋势,提前布局生物产业和生物经济发

展,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伴随着全球生物技术进步和生物产业发展,国际学术界对生物经济给予高度关注,从不同的视

角开展了研究。被誉为生物经济学奠基人的Georgescu-Roegen(1971)最早提出了“生物经济学”
(Bioeconomics)的概念,开启了学术界对生物经济的科学探讨。特别是1999年《生物经济学杂志》
(JournalofBioeconomics)创刊以后,使经济学和生物学的交叉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如Vi-
aggi(2016)所说:“总的来说,‘生物经济学和政策’还远远没有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然而,当前的

文献似乎认识到它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05年至2022年,国际学术期刊的文献数量呈逐渐上

升趋势;这些文献刊载于200多种期刊,涉及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能源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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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等领域,以及理论分析、政策分析和定量分析等工具。本文将在梳理生物经济理论演进逻

辑的基础上,侧重从生物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生物技术产业的组织模式以及生物经济的贡献评估

等方面综合梳理相关文献及其研究进展。

二、生物经济理论的演进逻辑

历史经验表明,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美国经济学家

Carlsson(1977)指出:“如果学术界遇到了一个无法在单一学科内解决的问题,正常的办法是产生一

门新的边缘学科。”生物经济理论正是契合了这样的规律,为了应对全球生物圈的挑战和经济学理论

的拓展,人们就设想出“生物经济学”这门新的边缘学科。

1.经济生物学阶段。关于经济学和生物学的交叉融合,最早可以追溯到“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阿

尔弗雷德·马歇尔,他在《经济学原理》序言中写道:“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

经济力学”(Marshall,1938)。他由此强调,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应该

重视动态的分析,揭示引起经济发展的种种力量;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它所研究的东西的内部结构

和外形都是经常变化着的。马歇尔的理论贡献在于:(1)从经济学研究对象主要是追求不断进步和

变化的人类活动的视角,认为力学概念主要适用于对经济活动的静态分析,而生物学概念则适合于

对经济活动的动态分析;(2)认为经济发展具有生物性规律,社会经济是各种经济力量相互依存和影

响的有机体,其外形和内部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3)认为经济发展应该遵循自然法则,经济领域同

生物领域都应遵循生存竞争的法则,从而使最能够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后来的经济学

家纳尔逊遵循熊彼特理论的思路,提出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纳尔逊等(Nelson& Winter,1982)
借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思想,提出了经济发展是动态的过程,在经济系统中也有“自然选

择”的观点;并且认为“组织的‘选择环境’将会影响它扩张或收缩的程度”,选择的环境取决于产品需

求和要素供给的情况以及该部门其他企业的特点和行为。从马歇尔到纳尔逊,都是主要受到达尔文

进化论的影响,他们把经济体当作生命有机体,对其内部结构、发展过程及能量转换做动态的分析。
这些学说的特点是将生物学理论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所以可称之为“经济生物学”的路线。

2.生态经济学阶段。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生态经济学可以视为生物经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梅多斯等(Meadowsetal,1972)提出人口和经济增长将很快超越地球承载的极限,促使人们正视为

满足自身需求过度消耗资源和能源给人类未来带来的风险。Georgescu-Roegen(1971,1989)借用热

力学第二定律的熵概念,说明经济过程把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转化为无价值的废物,地球上的能量和

物质的熵最终将达到最大值;他认为目前的工业繁荣是以快速地消耗有限的低熵物质为代价的,并
由此提出应该寻求一种更好的低熵经济,即通过去增长的理想路径来构建人类经济活动图景。他明

确地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生物经济学”,但实际上属于生态经济学。另一位生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Daly(1992)则提出“稳态经济”的观点,认为经济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而地球生态系统是

有限的和非增长的,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将从整个生态系统吸收越来越多的东西,并将最终达到

极限,这种靠消耗自然资源来支撑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学成为一种不同于主流经济

学的新范式,主要特点在于:(1)把经济系统看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而自然生态系统则是经济

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系统,两者之间进行持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2)提出发展循环经济

的思路,主张提高经济过程的物质利用效率,由于产业系统是生态系统演化的产物,因而需要构建不

同产业流程之间的物质和能量梯次利用网络,特别是Pearce& Turner(1991)提出了比较完整和系

统性的循环经济理论,并建立了第一个循环经济模型。

3.生物经济学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及其商业化应用,人们对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路径有了新的认识,经济学家也开辟了一条新的路线,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

析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发展,可以称之为“生物经济学”路线,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生物经济学”。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也逐渐进入到生物学领域,经济学家开始用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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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均衡和稳定性偏好构成的方法分析生物领域的问题,逐步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且在经济学

和生物学交叉融合的道路上超越了经济生物学和生态经济学,从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Gor-
don(1971)在公共选择理论中专门分析了经济学在生物学中的应用,主要是使用成本和收益等经济

学工具研究生物现象,并且专门分析了煤山雀的行为符合需求定律的问题,认为煤山雀捕食小卷叶

蛾幼虫的图看起来像一张标准的经济学供给与需求图表。Hirshleifer(1977)认为,稀缺、竞争和自利

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在生物学中都具有普遍性,主张将生物经济学辟为经济学的分支,合理地运用

经济学方法分析生物学问题。Ghiselin(1974)认为,生物学研究的是没有法律规制的自然领域,经济

学研究的是有法律规制的社会领域,但两者都服从于经济学原则,特别是成本、收益、稀缺普遍适合

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同时,他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工具具体研究了生物体、细胞以及人类牙齿等器官

的分工、竞争与合作问题(Ghiselin,1978)。Hritonenko& Yatsenko(2006)则应用了资本生产率的

制造期资本模型,具体分析狩猎—采集群体实现狩猎—采集收入与群体数量的最优化的规律。此

外,还有的学者运用经济学工具分析基因传播,将其纳入成本、收益、信息机制和搭便车的范畴,由此

催生了“基因经济学”。总之,生物有机体在资源分配和创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济学可以分析

整个自然界的现象,虽然自然界没有像经济体那样有货币的流通,但是它存在能量流通和生产效率

问题,所有这些都为生物经济学家提供了机会(Landa,1999)。
进入21世纪以后,在生物经济的具体领域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主题,例如生物能源、生物制

造和生物技术的经济学分析(Viaggi,2016)。特别是在那些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关键领域,如生

物技术、生物产业和产品市场的经济学分析,发表论文数量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回顾学术界探讨

生物经济的历程可以发现,关于生物经济的研究分散在不同的科学领域,生物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概念,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意义。Bugge& Hansen(2016)从总体上归纳了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对

于生物经济的不同理解及其主要特征,提出了生物经济的三种愿景:(1)生物技术愿景,主要特征是

重视生物技术的研究以及生物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和商业化,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2)生物资源愿景,主要特征是重视生物原材料的加工和升级以及构建新的价值链,基本目标是经济

增长和可持续发展。(3)生物生态愿景,主要特征是重视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以及优化能源和促进

生物多样性,基本目标是保护生态系统和促进可持续性发展。这三个愿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人们关

于生物经济的认知,进而也体现了人们对生物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广义的生物经济学就是

从这三个愿景来研究生物技术应用、生物资源加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狭义的生物经济学有两

种,一种是侧重从第一个愿景和第二个愿景来研究生物技术应用和生物产业发展的科学,另一种是

侧重从第三个愿景来研究能源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也可以称之为“生态经济学”。当今世界

的主题仍然是经济发展,所以现代意义上的生物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物技术应用和生物产业发展的

科学,这是当代经济学家最为重视的主题。

三、生物技术的经济效应及利益相关者

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发及应用为基础,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生物技术产业

之上的经济形态。现代生物技术是生物经济发展的基础,生物技术的进步为生物经济学研究提供了

重要内容,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工具,具体分析了生物技术的发展趋势、经济效益、利益相关

者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等问题。

1.生物经济理论的科学技术基础。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生物技术代表着一种具有潜在巨大影

响的技术变革。现代生物技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或者70年代,以DNA技术的出现和形成为依据。

Zilberman(2013)认为,20世纪50年代DNA的发现触发了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从那以后出现了一系

列科学发现,而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则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从总体上看,现代生物技术由一组

新技术组成,包括基因组学、组织培养、微观繁殖、遗传标记辅助育种、基因移接和转基因等。生物技术

的突破带来了两个方面的进步:一是能够以比自然选择育种更快捷和更准确的方式来改良生物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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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形成物体间在分子水平上转移遗传材料的能力。Wesseler&vonBraun(2017)认为20世纪70年代

重组DNA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开端,因为美国政府和其他形式的公共和私营组织为其提供

利用公共资金获得专利的权利,被视为现代生物技术创新的关键。现代生物技术的进步及其影响经济

发展的典型化事实,既为生物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素材,又为经济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
基因工程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经济学家从中挖掘出了许多经济学问题。转基因生物体即含

有重组DNA的有机体,人们使用生物技术方法创造了一系列的微生物、农作物和动物等生命有机

体。James(1999)分析了两代生物技术产品的特性,认为第一代转基因农作物提高了现有农作物的

生产效率,它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和价格,通过减少化学药品使用来改善其品质;第二代转基因

产品是那些以消费者直接收益的方式改变了最终结构的产品,它可以增强生物产品现有的理想特

性,或者增加消费者需要的新特性。自2001年人类首次完成基因组测序以来,DNA技术快速进步

和更新换代,经济学家开辟了“基因经济学”研究领域(Benjaminetal,2007),重点研究基因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已经取得新的进展。Spolaore& Wacziarg(201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遗
传距离有可能阻碍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传播,并且造成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水平。

Abdellaouietal(2019)通过分析英国样本的全基因组关联,发现了由社会经济地位驱动的地理聚类

及其迁移规律。Papageorge&Thom(2020)使用多基因评分方法分析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

经济地位以及与劳动收入之间的联系,发现遗传因素在影响教育结果时与童年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

相关,而大学溢价则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2.生物技术经济效益及利益相关者。生物技术和生物产品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经济学家分别

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开展分析。Gaisfordetal(2001)从总体上分析了生物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经济

社会效应:其一,通过创造健康特性与营养物质结合的转基因产品,将改变农业生产的组织结构和农

业部门的产业结构。其二,通过生物技术变革及其跨国传播和应用,将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变

化。其三,通过不同物种的DNA生产出新的生物体,将改变传统意义的人类与生物环境的关系。

Zilberman(2013)认为生物技术增强了人类培育新生物的能力,从而提高了医药和农业部门的生产

率;虽然与农业有关的基因和选择性育种原理的发现对农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为绿色革命做出了重

大贡献,但是在更好地理解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原理的基础上引进新的生物技术,也是提高农业生产

力和减少农药使用量的重要因素。
生物技术的经济效益涉及各个利益相关者。(1)技术研发者的收益。由于生物技术能够促进经

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增加,所以技术创造者应该获得收益和补偿。为此,研究生物技术和转让的关系

成为生物经济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Festel&Rittershaus,2014;Golembiewskietal,2015)。同时,
应该分析生物技术的相关成本以及技术与转受方不同商品之间的联系,而且需要从生物技术的特殊

性的角度进行探讨(Viaggi,2016)。在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专利的使用对成功的技术创新给予回

报,然而,有些生物技术的成果却没有按照惯例变成独占性的知识产权,这是因为生物技术产权的监

督和执行成本往往超过产权利益(Gaisfordetal,2001)。有的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为了更好

地获取可得利益,可能通过“终止基因”控制农作物生长来保证技术成果的独占性,从而提高投资于

生物技术研发活动而捕获租金的可能性。同时,政府看到了投资于生物技术研发的潜在利益,也参

与生物技术创新活动以补充市场缺陷。根据不同类型的评估,公共部门的投资回报率超过私人投资

回报率(Peterson& Hayami,1977)。(2)生产者的利益。生物技术产品给农业生产者提供直接利

益,给消费者提供间接利益;在特定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影响着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分

配(Gaisfordetal,2001)。生产者利益包括农艺学利益和经济利益,主要的农艺学利益是增加产量

和减少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使用。对于农民来说,农艺学利益是提高除草能力,增加农作物的产量

(Fulton&Keyowski,1999)。(3)消费者的利益。生物技术的输入特性和输出特性为消费者提供不

同的潜在利益。消费者主要从具有输入特性的生物技术中获得间接利益,即帮助生产者降低生产成

本和增加产品供给,通过价格下降使消费者剩余增加;具有“输出特性”的生物技术产品则可以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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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一些直接利益,即经过改良生产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包括提高食品的安全性、健康

性、品质以及便利性。(4)外部利益,包括正外部利益和负外部利益。通过减少农业化学用品的使用,输
入特性的转基因农作物可以获得正外部效应,主要是环境利益和健康利益(Gaisfordetal,2001)。然而,
生物技术具有一种在不同物种或不同生命形式之间迁移基因材料的能力,它可能使一些具有新的基因

结构的生物体被释放到自然环境中,而新生物体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Mooney&Klein
(1999)认为潜在的环境成本存在三种状态:一是这种生物体可能演化出抵抗力;二是有可能与野生植物

进行异型杂交;三是有可能使基因终止而污染其他的农作物。如果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造成环境的破

坏,将会减少环境公共物品的数量,形成一种负外部效应。为此,在国家之间往往使用国际贸易壁垒防

止负外部性的转移,这就需要寻求环境和贸易之间的平衡点(Phillips&Kerr,2000)。

3.生物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生物技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与创新发展战略以及绿色或蓝色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GermanBioeconomy
Council,2015)。有的学者提出将这种基于生物技术的经济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纳入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框架内进行整合(DAmato&Korhonen,2021)。最近美国政府出台的保护生物经济战略规

划指出: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有可能带来经济优势,而生物技术领域的落后可能会造成机会丧

失的代价(NASEM,2020)。中国政府出台的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指出,生物技术已成为促进未来发展

的有效力量,生物经济正在勾勒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①

围绕生物技术在新技术变革中的地位及其与信息技术的关系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

点认为生物技术将取代信息技术而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Oliver(2002)认为当今世界即将离开信息

时代,进入“生物物质”(biomass)的新时代;他以研发经费和专利数量两项指标为依据,论证了信息

技术在过去的50年中成为主要经济引擎,而全新形态的生物学和高级材料科技即将成为推动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Zhou(2015)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物经济时代已经成为人类继信息时代结

束后正在迈入的下一个革命性产业经济时代。第二种观点认为生物技术没有取代信息技术引领全

球经济的可能。Nightingale& Martin(2004)认为生物技术并没有引起产业的革命性变化,而是遵

循一种成熟的缓慢且渐进的技术扩散模式,许多人高估了生物技术影响的速度和程度,这表明支撑

当代决策的基本假设需要重新思考。他们通过观察1983—2003年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
批准的药物专利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数量有所增加,随后急剧下降,而研究支出的大幅增长

则表明生产率在下降。为此需要研究技术变革的不确定性,以及基础知识进步与生产力提高之间的

长时间的间隔问题(Freeman&Louca,2002;FDA,2004)。第三种观点认为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可

以实现融合发展。Wesseler&vonBraun(2017)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促进生物技术

发展的重要因素,数据存储和信息分析工具是生物技术创新的推动因素,如表型分析、智能育种、医
学诊断、基因组发现和探索。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和认知技术正在融合,将在生命科学领

域取得突破(Zanuy,2006)。现代生物经济是由信息科学和工程技术、计算技术促成的,数据科学的

进步促进了计算机科学的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工程技术的进步使得自动化和高通量实验成为可

能,这些领域的共同进步使得依托生物过程、材料和信息创造新产品成为可能(NASEM,2020)。

四、生物技术产业的形成动因及组织结构

现代生物经济是以生物技术产业为基础的经济,所以生物经济学以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经济学

分析为主要内容。学术界在系统分析生物技术的经济学问题的过程中,比较深入地研究了生物技术产

业的组织模式,包括生物产业形成的驱动因素、生物技术商业化、生物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圈等问题。

1.现代生物产业形成的驱动因素。根据对驱动因素的不同解释,主要提出了三种观点: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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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2022年5月10日,https://

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5/t20220510_1324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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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主要从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分析生物产业形成的驱动因素。20世纪70年代前后,资源环境

问题特别是石油危机使得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受到质疑,经济学家梅多斯(Meadowsetal,1972)提
出了“增长的极限”问题,并通过估计物质资源的世界存储量来计算地球的增长极限,认为需要通过

全球经济的均衡来改变人口、工业化、污染等问题以及粮食和资源消耗的趋势,从而达到长期保持生

态稳定和经济稳定的目标。Georgescu-Roegen(1971)认为生物领域和经济领域都受熵定律支配,物
质和能量将不可逆转地退化,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生物经济理论框架。可见,正是为应对人口增

长、气候变化以及相关资源限制带来的挑战,实现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而形成了发展生物产业

的需求并推动了生物产业的发展(Swinnen&Riera,2013;Zilberman,2013;Wesseleretal,2015)。
第二种观点主要从经济繁荣和增长的需求角度分析生物产业形成的驱动因素。现代生物技术作为

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前沿,它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所以说生物产业

的发展源于生物技术的资本化,在刺激生物经济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Morrison&Cor-
nips,2012)。生物技术愿景中的经济增长源于生物技术的资本化,在生物资源愿景中的生物资源资

本化也将推动经济增长。Duchesne& Wetzel(2003)考察了发达国家制定的生物经济战略,认为在

许多情况下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增长达到或保持该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当前的重点是提升国家经

济,提供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而可持续和资源可用性方面的问题在许多文件中只得到了部分解决

(Staffas,2013)。第三种观点是从环境挑战和经济增长相结合的角度分析生物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Viaggi,2016)。Pätäri(2016)归纳了生物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以及相

关领域的技术进步;人口增长、气候变化以及相关资源限制带来的挑战;产业组织的变化以及经济和

产品链全球化程度的增加。同时,有些国家战略比较系统地考虑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背景和目

标,如认为美国生物经济给未来带来了增长和繁荣的希望,这是因为通过健康和环境效益提高了生

活质量(NASEM,2020)。而且,不同类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考量,如拥有大量生物物质资源的

国家考虑从生物物质资源中获得收入,拥有大量人口的国家考虑通过发展生物产业促进农村发展,
而生物资源较少和初级产业就业岗位比例较小的工业化国家则考虑通过发展生物产业带来更多的

经济社会发展机遇(El-Chichaklietal,2016)。

2.生物技术商业化模式及其机制。商业化模式是实现生物技术经济效益的重要形式,从20世

纪90年代开始,已有学者研究生物技术商业化模式。McKelvey(1996)以美国生物技术公司Gre-
nentech为案例分析了小型生物技术公司融入大型化学公司获得注资但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模式,
揭示了知识型公司的专业化分工以及环境和全球化机制。Gaisfordetal(2001)则分析了农业生物

技术公司的组织结构变化倾向:(1)许多大型的化学和药业公司通过变更生产部门而重新以“生命科

学”公司运作;(2)生命科学领域的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的合并导致部门的集中;(3)生命科学公司和下

游的饲料与食品加工公司之间出现紧密的纵向合作。同时,提供优质的种子是农业生物技术商业化

的必经之路,农作物的育种被证明为从技术到产业过渡的传导机制(Hayenga& Kalaitzandonakes,

2000)。由不确定性、复杂性和资产专用性决定了农业技术创新者与种子经销商之间的交易特征,为
生物技术和种子公司之间的纵向一体化提供了强烈的动机;进而是生命科学公司与下游的食品饲料

加工企业之间的纵向合作,这种一体化表现为生命科学公司通过下游企业来获取技术市场中的技术

转移租金(Brennanetal,2000)。有的学者分析了生物技术商业化的一些特殊性,具体地说:一是产

业交叉融合性强,一旦生物技术进入商业化阶段,将导致传统产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Wield,

2013;Boehlje&Bröring,2011);二是横向和纵向一体化,供应链变得越来越垂直和水平一体化,并
在价值链上产生经济和分配效应(Wesseler,2014;Beckmann,2000);三是全球化程度加深,生物技术

中心的联系加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增加(Wield,2013;Cooke,2006;Rosegrantetal,2013;

Wesseleretal,2017)。Scherer(2010)以制药行业为例细致地分析了生物技术研发和商业化的特点:
制药企业的研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率特别高,相当于其他制造业的5倍;研发过程比较长,需要经过

临床前阶段和临床阶段;企业与大学、政府机构联系紧密,需要学术界的推动和政府的审批;收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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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和市场回报大(Mann&Plummer,1991;Ketter,2000)。还有学者以生物技术

为案例分析了商业模式创新与创新级联的联系,认为商业模式是决定企业如何创造和获取价值的能

力集合,创新过程中的技术性知识在科学和产业中的应用孕育出新的惯例和制度,从而建立了不断

变化的商业模式创新与创新级联的联系(Niosi& McKelvey,2018)。

3.生物产业空间结构和集聚发展。产业空间布局是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产业空间集聚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Feldman(2002)研究了新兴生物技术产业的区位集聚

和专业化,发现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三个州的生物技术公司数量占据美国全

行业的92%,波士顿、圣迭戈和旧金山三个城市的生物技术公司数量占据美国全行业的22%,已形

成明显的企业集聚和产业集聚现象。Devaney&Iles(2019)则根据资源基础、协作结构、共享文化、
思维方式、政治制度、产业能力和联合创新潜力的相似性,设计了一张构建生物经济走廊和产业集群

的地图。英国的生物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伦敦、剑桥和牛津,英格兰西

北部地区的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以及苏格兰中部地区。同时,文献解释了生物技术产业集群形成的促

进因素,主要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效应和路径:(1)知识溢出效应。生物技术产品的区域专业化表明存

在独特的专业知识中心;从知识溢出中受益的能力取决于技术的接近性,那些类似的知识溢出可以

产生更大的影响(Orlando,2000;Autant-Bernard,2000)。(2)市场机制效应。生物产业地理集聚的原因

是市场机制而非知识溢出,生物产业的持续发展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动,当然包括利用大学的知识

产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Zuckeretal,1998)。(3)大企业带动效应。一些大型国际化公司的存在是生物

产业集聚的重要条件,单靠大学不可能将一个发展中的产业锚定在一个地区(Orsenigo,2001;Zeller,

2001)。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大企业锚定的假说:(1)新成立公司的数量将与城市的主要租户数量呈

正相关关系,即锚定企业通过知识外部性提高当地企业的生存能力。(2)生物技术公司的专业化程度将

与城市的主要租户数量呈正相关关系,即锚定企业是拥有专业化的成熟企业。(3)生物技术公司的增长

将与城市的主要租户数量呈正相关关系,即锚定企业能够增加该地区的整体创新产出(Feldman,2002)。
有的学者以中国生物技术产业为例分析了城市的创新集聚,认为城市是创新的舞台,城市的创新集聚

是创新能力发展的政治经济过程的结果,比如上海生物产业集聚的原因主要是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战略,地方政府构建创新创业空间的政策,以及全球性技术研发的进入与合作(Zhang& Wu,2019)。

4.生物经济治理和产业生态圈。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涉及治理结构和生态圈建设问题,国际上

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Dietz(2018)通过全球生物经济治理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建立有效治

理框架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扶持性治理,包括促进生物技术的研发,通过补贴提高生物经济竞争

力,实施生物产业区(biologicalindustryzone)政策以及促进社会变革的政治支持;二是约束性治理,
包括国家对生物经济的监管,政府制定激励措施和标准认证以及国际合作监管。为此,需要解决经

济和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问题,这种路径依赖可能源于现有体制框架不能适应生物经济发展要求,
也可能源于产业组织和生产过程的锚定效应(Unruh,2002);同时,特定的社会结构以及认知结构比

经济结构更难改变(Finnemore,1996;Broring,2017),应该建立能够克服各种路径依赖问题的治理

框架。DeBesi& McCormick(2015)分析了欧洲生物经济发展的关键事项,包括为所有参与者创造

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相关行为者之间的合作,支持生物技术和产品的开发示范,帮助刺激生物产品

的市场需求,以及为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提供财政支持。
美国和英国属于生物技术产业发达国家,有的学者以美国或英国为案例研究了生物经济治理的

路径,并分析了存在的一些重点问题。Koka(2006)和Kim(2015)通过研究波士顿和圣迭戈的生物

技术产业集群发现,通过生物技术产业网络的构建,可以实现知识和技术外溢,网络内人才流动和企

业家的互动可以促进集群内部知识的循环,增强集群的地区优势。Lewisetal(2011)分析了美国生

物产业生态系统中孵化器的作用,提出要构建内部营运与外部协作的生态关系,构建“大学-产业-
政府”模式及“三螺旋模型”。Clarkel(2016)认为英国政府参与了生物技术孵化器建设的全过程,孵
化器则覆盖了生物企业创业的全周期。Devaney&Iles(2019)分析了美国生物经济治理结构及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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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将美国生物经济描述为一个分散的格局,其中利益相关者纷繁复杂,地域关系紧张。主要

问题是不同部门和地区的政策相互脱节、不连贯而缺乏影响力,以及同化石燃料、生物燃料和工业农

业相关的发展路径依赖倾向,不同规模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影响力水平参差不齐。最近美国出台

的保护生物经济战略政策提出了支持构建生物经济的生态系统,其中包括:生命科学研究机构;生物

经济投资研发;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公共领域投资;生物技术监管协调;生物技术及其商业化的标

准体系;政府购买和生物基产品(bio-basedproducts)激励计划;培养熟悉生物技术的劳动力

(NASEM,2020)。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国际机构在生物经济治理中的作用,评估了目前的国际机

构所发挥的作用及存在的障碍,并认为随着生物经济的全球化、生物产品贸易的扩大以及跨越国界

活动的增加,特别是国家措施失效或者出现明显具有跨国性质的问题时,就需要寻求国际层面的治

理;不仅需要在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创新领域加强合作,而且要加强生物产品和价值链的标准

化、监测和验证的合作(Bößneretal,2021)。

五、生物经济的优先领域和经济贡献评估

衡量生物经济对整体经济的贡献是生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虽然目前还没有在探索国际公

认的衡量生物经济战略和目标实现的方法上取得明显的进展,但是在采取措施监测生物经济的表现

时,各国已经从对生物经济的一般描述转变为对生物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经济贡献进行定量测度

(NASEM,2020)。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生物经济涉及的主要产业部门及优先领域,评估生物经

济贡献的指标体系和基本方法。

1.发展生物经济的优先领域选择。世界各国根据自身的战略需求和技术优势,选择发展生物经

济的优先领域,制定发展生物产业和生物经济的战略规划。然而,许多国家缺乏监测实现生物经济

战略和目标实现进展的手段,而衡量这种进展的困难可能在于缺乏生物经济概念的明确定义以及具

体和可衡量的目标(Braccoetal,2018)。特别是各国发展生物经济的优先领域和经济预期存在差

异,这就使得制定统一的方法来评估生物经济对整体经济的贡献成为一项挑战。从各国出台的生物

经济战略和政策来看,发展重点和经济预期有所不同(见表1),综合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文件可以

发现,发展生物经济的优先领域包括农业、食品、健康、医药、能源、环保、化工以及林业、渔业和信息

等领域,具有共同性的是农业、食品、医药和能源领域,有特殊性的是渔业(阿根廷、马来西亚)、化工

(南非)、生物信息(印度)领域。即使在一些国际性组织的文件中,对生物经济部门的选择也不一致,
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生物经济的主要领域确定为生物技术、农业、健康和相关产业(OECD,2009)。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界定的生物经济部门则主要考虑了非食品生产的产业,即生物材料、化学品

和药品,纸浆和纸张,建筑材料、纺织品以及生物能源(FAO,2016)。

表1 各国发展生物经济的优先领域和经济预期

国家/地区 优先领域 经济预期

欧盟 食品、农业、林业、海洋资源 经济增长、能源转换、可持续再工业化

美国 农业、食品、能源、生物制药 经济增长、生活质量、有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 农业、食品、医药健康、能源环境 经济增长、农村发展、生物技术立国

阿根廷 农业、渔业、制药、生物能源 农业发展、绿色经济

中国 健康、农业、能源、环保 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印度 农业、制药、生物信息 新兴技术产业、经济持续增长

马来西亚 农业、林业、渔业、生物能源、化学品 经济增长、有竞争力的经济

南非 农业、化工、医疗 经济增长、就业创造、经济竞争力

  注:根据各经济体生物经济发展战略和 Wesseleretal(2017)、Braccoetal(2018)、Kardung&Drabik(2021)等文

献整理。

2.评估生物经济贡献的指标体系。Wesseler&vonBraun(2017)归纳了衡量生物经济贡献的三

种思路:第一种是将生物经济近似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个部分,假设生物经济是可以通过产

—431—



品和服务流动来识别的部门,估计它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就业的份额;第二种是衡量嵌入

到产品和服务中的可再生生物的份额,它代表一种物理的生物经济测量;第三种是将生物经济看成

像数字经济那样的普适性部门,测量碳排放减少以及水、土壤和生物多样性改善的可持续性。这三

种类型的衡量生物经济的思路实际上是同生物经济的三种愿景相联系的,目前主要是沿着第一种思

路进行测量。评估生物经济贡献的基本前提是制定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在这方

面进行了探索。Braccoetal(2018)选取了阿根廷、巴西、中国、德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
荷兰、南非、乌拉圭和美国等11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了各国评估生物经济对整体经济贡

献的方法,普遍认同马来西亚制定的生物经济贡献指标(BCI)是比较合理的。BCI指数由五个部分

或参数组成,包括生物经济增加值、生物基础(biologicalbase)出口、生物经济投资、生物经济就业和

生产力绩效。BCI提供了一种反映生物经济多方面贡献的整体观点,并用于确定行业内的趋势、模
式和协同作用,而且将选定年份内各参数的业绩与经调整后的(通货膨胀率和进出口值)预期基本绩

效(以2005年为基准年)的变化进行比较,该变动由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DCGE)模型确定。BCI的

缺陷在于单纯地衡量收入和经济流量,倘若要考虑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则需要做进一步

改进。目前,欧盟成员国正在开发生物经济监测系统的综合报告,主要围绕5个目标制定22个指标

和146个次级指标,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和保持竞争力,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缓解和适应气候

变化,确保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这项评估指标超出经济监测的范围。同时,Braccoet
al(2018)也提出了评估生物经济贡献的初步框架:(1)经济增长指标,包括营业额、销售额、增加值、
市场开发、就业创造、投资和研发、知识产权、贸易平衡。(2)安全健康指标,包括粮食安全和可持续

农业、健康和福祉、扶贫、教育和两性平等。(3)可持续性指标,包括水的供应和可持续管理、可持续

的工业化、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4)生态系统指标,包括气候的变化、海洋

和海洋资源、陆地生态系统和森林、土地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

3.评估生物经济贡献的基本方法。总体来看,评估生物经济有三种基本方法:(1)将生物经济划

分为整体经济的一个子行业,用这个子行业相对于GDP总额的总增加值(GNA)来评估生物经济对

整体经济的贡献。(2)使用投入产出(I-O)分析法,评估生物经济中的工业部门与其他经济中工业

部门的相互作用,涉及生物经济对最终需求或行业增加值的影响。(3)基于规范经济理论的可计算

一般均衡(CGE)的分析,侧重于价格机制在劳动力、资本和产品市场中的平衡作用,并依赖于深层的

或基本经济参数的共识值(NASEM,2020)。当前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就是利用国民账户体系概述生

物经济对区域经济或国民经济以及就业和消费份额的贡献,关键是准确识别生物经济部门及子部门

(Carlsson,2016),以及生物经济在增加值中的份额(Efkenetal,2012;Goldenetal,2015;Heijman,

2016)。用于衡量生物经济对一国经济贡献的典型经济模型主要有增值GDP法、投入产出(I-O)、
社会核算矩阵(SAM)、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部分均衡(PE)模型以及相关经济模型和工具(SAT
-BBE)。目前,多数国家只能衡量生物经济对GDP和其他经济变量的贡献,其局限性在于尚未建立标

准方法对生物经济的贡献进行国际比较,联合国的国民账户体系(SNA08)也无法对生物经济进行计量

分析,该体系提供了以国际可比方式衡量国民生产、福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建议(Wiernyetal,2015)。

六、总结和展望

经济学和生物学的交叉融合渊源于马歇尔关于经济学与生物学相似性的阐述,而真正的生物经

济学研究则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Georgescu-Roegen、Gordon、Ghiselin和Carlsson等关于生物经

济学以及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生物学的论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生物技术、生物产业和生

物经济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生物经济学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逐步形成一种经

济学范式,并且在基本愿景、经济效应、组织结构和经济贡献测量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一)主要的进展和突破

第一,通过长期的探索提出了生物经济的三种愿景,明确了经济学和生物学交叉融合的总体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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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虽然“生物经济”这个术语作为一种概念化的经济活动出现,其含义在不断演变,涉及的产业部

门各异,但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为基础或驱动的经济活动,这似乎已经形成共识。特

别是Buggeetal(2016)提出了生物经济的三种愿景:以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为目标的生物技术愿

景,以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为目标的生物资源愿景,以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态系统为目标的生物生

态愿景。这就描绘了一幅生物经济发展的总体图画,从而使生物经济学拓展的方向更加清晰。
第二,重点分析了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经济学问题,形成了一些有创新性的思想和观点。经

济学家更多地聚焦于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发展,比较系统地分析了生物技术的发展动因、扩散模

式、知识产权、经济收益以及公共政策问题,探讨了生物产业的形成路径、商业化模式、产业链条、产
业集群以及产业生态问题,开展了规范的经济学分析。

第三,初步选择了生物经济发展的主要部门和优先领域,探索了评估生物经济贡献的思路和方

法。一些国家根据自身的生物物质资源禀赋、战略目标和优先事项,提出了监测生物经济的框架和

评估生物经济对整体经济贡献的思路,而且运用经济模型测量它在国内生产总值、营业额和就业方

面的贡献;有的国际性组织开展了有益的探索,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更为系统和规范的评估指标体系。
(二)拓展和深化的方向

从总体上看,目前的生物经济和生物经济学研究明显地存在缺乏标准概念和指标体系以及理论

的系统性问题。为此,需要围绕着增强规范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等关键问题进行拓展和深化研究。
第一,客观地判断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社会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生命科学领

域孕育着新的变革,生物技术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生物经济显示了解决许多社会需求的潜力,在
推动新一轮技术革命方面的作用愈益突出。然而,由此判断当今世界将离开信息时代进入生物经济

时代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生物技术的扩散和生物经济形态的形成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而且它本

身也离不开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推动,信息技术发展方兴未艾,生物经济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取代

信息经济的程度。因此,在未来社会中应该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两者协同发展,成为引领新

一轮技术革命的双重引擎。我们应该在这种客观判断的前提下,深入系统地研究生物经济的历史背

景、发展模式和演进路径,从而揭示其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程度及其规律。
第二,制定统一的和标准的生物经济概念和评估指标体系。科学研究的前提是提出统一的概念

和范式,而在生物经济的研究中,并没有提出标准的生物经济概念和研究范式,也没有制定统一的生

物经济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从而制约着生物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程;要推动生物经济理

论研究走向成熟,首先需要解决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为此,应该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深入讨论

的基础上,明确“生物经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逐渐达成共识;同时,由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权威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生物经济论坛提出生物经济涉及

产业部门的建议,制定生物经济发展状况及其贡献的评估指标体系。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展生物经济

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从而实现生物经济研究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第三,探讨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客观规律。目前学术界对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

发展历史的研究相当薄弱,仅有《生物技术发展史》(Newell-McGloughlin& Re,2006)初步梳理了

21世纪以前的生物技术的发展历程,《进化创新:生物技术商业化》(McKelvey,1996)初步分析了20
世纪70年代以来生物技术商业化的案例。目前还很少见到深入分析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发展历史

及其规律性的论著。历史材料是经济分析的重要来源,经济学家需要从历史事实中刻画典型化事实,
进而发现经济规律和总结经济学理论。为此,应该深入研究生物技术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典型特征,
分析生物技术商业化模式以及生物经济的形成路径,分析生物技术在新技术革命中的历史作用以及生

物经济的发展进程,从中寻求规律性的认识,进而实现生物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第四,系统地研究生物产业组织以及生物产业价值链问题。产业组织是相对微观的概念,产业

链是相对宏观的概念,应该在这两个领域深化生物经济学研究,从而为生物经济理论提供基础性内

容。然而,目前的研究仅仅探讨了生物产业形成的驱动因素以及生物产业集群和公共政策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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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运用经济学范式和方法,系统地研究生物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并分析保

护知识产权以及合理的市场集中度问题,探讨畅通生物产品的生产、分配、流通和交换的路径;系统

地研究生物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的链条,特别是探讨生物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和

价值链的连通,以及新兴国家怎样建设生物产业生态圈和培育生物产业竞争优势,形成产业链的头

雁和进入国际价值链高端等问题,由此奠定生物产业理论的微观和宏观基础。
第五,科学地构建逻辑自洽和成熟的生物经济学理论体系。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生物技术和

生物产业的经济分析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主要停留在对某些局部问题的探讨上,距离提出成熟的

生物经济学理论体系还有很大差距。瞄准达成这个目标需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提出统一的

“生物经济”概念和规范的“生物经济学”分析框架;第二步是运用微观经济、宏观经济、技术经济和产

业经济等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典型特征和特殊机制,并运用经济统计和

经济计量工具检验其共同性和可靠性;第三步是在规范概念和标准方法的框架内逐步提出一些生物

经济学的理论原理和基本范畴,以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发展历史为客观依据,遵循逻辑和历史一致

的原则,通过基本范畴和经济原理的演绎构建生物经济学的逻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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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ioeconomicsisanemerginginterdisciplinaryfieldthatintegrateseconomicsandbiology.Ithasunder-

goneanevolutionfromeconomicbiologyandecologicaleconomicstobiologicaleconomics.Thisarticleoutlinesthee-
volutionofbiologicaleconomictheory,summarizesthemainideasandcharacteristicsofthreestagesofdevelopment,

andexplainsthetheoreticalcontributionsmadebyrepresentativefigures.Economistsstudytheenormouseconomic
valueofbiotechnologyandbiologicalproductsfromamacroandmicroperspective,analyzingtheeconomicinterestsof
stakeholderssuchasdevelopers,producers,andconsumers,aswellasthepositiveandnegativeexternalitiesassociat-
edwiththem.Theyalsoexaminethepositionofbiotechnologyinthenewwaveoftechnologicalchangeanditsrela-
tionshipwithinformationtechnology.Theorganizationalandgovernancestructuresofthebiologicaleconomyareana-
lyzedfromthedrivingfactorsofthemodernbioindustry,itscommercializationmodels,spatialstructures,andag-

glomerationdevelopment.Themainindustrialsectorsandpriorityareasinvolvedinthebiologicaleconomyareidenti-
fied,andanindicatorsystemandbasicmethodsforevaluatingthecontributionsofthebiologicaleconomyarepro-

posed.Finally,basedonasummaryofthemainadvancesandbreakthroughsinbiologicaleconomictheory,thearticle
discussesideasforextendinganddeepeningfromtheperspectivesofstandardization,systematicity,and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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